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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生”功能的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及其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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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及其冲突原因的解释可为缓解区域用地矛盾提供理论基础。以沈阳经济区为研究

区,从“三生”功能视角建立土地利用冲突诊断模型,对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进行诊断,并测算区域土地

利用强度验证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结果,采用小波相干模型,提取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而确定研究

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式。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结果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总体可分为平稳上升(1980—2000年)、快速上升(2000—2013年)和先下降后上升(2013—2018年)3个变化阶段;在
空间分布上基本保持西高东低的稳定分布;(2)经验证,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剧烈的区域土地利用强度相应也较大;
(3)1980年以来影响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的7个关键影响因素分别为GDP增量、第三产业产值比例、第二产业

产值比例、工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产值比例、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能源消耗量;(4)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

的关键影响因素对区域土地利用冲突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的具体时段和时点各不相同,同一关键影响因素在不同时

点对土地利用冲突亦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方式。研究成果可为缓解决区域用地矛盾、促进东北振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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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ofLandUseConflictBasedontheFunction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inShenyangEconomic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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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diagnosisofregionallanduseconflictsandtheexplanationofitscausescanprovideatheoreti-
calbasisforalleviatingthecontradictionofregionallanduse.ThisstudytookShenyangEconomicZoneas
thestudyareatoestablishthelanduseconflictsdiagnosismodelfromthe‘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functionangle,diagnosethelanduseconflictsinthestudyareafrom1980to2018,andcalculatetheregional
landuseintensitytoverifythelanduseconflictsdiagnosisresult.Theresultsshowedthat:(1)thetrendof
landuseconflictsdiagnosiswasroughlythesame,whichcouldbedividedintothreestages:steadyrise
(1980—2000),rapidrise(2000—2013)andfirstdeclineandthenrise(2013—2018);thespatialdistribution
basicallymaintainedthestabledistributionofhighinwestofthestudyareaandlowineastofthestudyarea;
(2)itwasprovedthatthecorrespondinglanduseintensityintheareaofseriouslanduseconflictinthestudy
areawasalsohigh;(3)thesevenkeyinfluencingfactorsoflanduseconflictsinShenyangEconomicZone
wereGDPincrement,tertiaryindustryoutputvalueratio,secondaryindustryoutputvalueratio,industrial
outputvalueratio,primaryindustryoutputvalueratio,percapitadisposableincomeandenergyconsumption
from1980onwards;(4)thekeyinfluencingfactorsoflanduseconflictsinthestudyareafrom1980to2018
haddifferenttimeperiodsandtimepoints,andthesamekeyinfluencingfactorshaddifferentmodesofaction
onlanduseconflictsatdifferenttimepoints.Theseresultscouldprovidereferenceforsolvingthecontradic-
tionofregionallanduseandpromotingtherevitalizationofNortheastChina.
Keywords:landuseconflict;waveletanalysis;thefunctionof‘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ShenyangEconomicZone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转型,有限的土地供给导致土

地资源在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上的竞争逐渐

加剧[1],致使土地利用冲突形势日益严峻并将长期发展

演化[2]。土地利用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定区域

范围内各种土地利用方式对水土资源以及社会资源的

竞争所产生的功能性以及空间性矛盾[3]。已有研究表

明土地利用冲突引起了自然灾害、土地污染、粮食产量

下降、森林砍伐、生态环境质量退化、经济发展不均衡、
劳动力转移等一系列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问

题[4-5],加强土地利用冲突演变过程及其与影响因素之

间关系的研究对于有效缓解区域用地矛盾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冲突作为研究人地关系的切入点[6],已

逐渐成为土地科学乃至地理学研究的关键内容,国内

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的识别与

诊断[7]、土地利用冲突时空演变[8]、空间及生态冲突

等方面[1-2,9]。在土地利用冲突的识别与诊断上,相关

研究多采用景观生态指数[10]、博弈论[5]、行动者网络

分析[11]、参与式调查法等[12]模型进行定性分析,其中构

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区域土地利用冲突

强度诊断的关键,现有评价指标体系大多依据PSR及其

相关扩展模型等[13]方法构建。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以

及地理区位的地理学视角出发[14],多针对于土地生态安

全[15]、土地利用效率等[16]展开土地利用冲突识别研究,
而从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视角构建区域土地

利用冲突影响因素体系的研究尚少见报导。在解释土

地利用冲突演变的因果关系判断上,认为土地本身属

性、社会经济等人文因素[13]以及光温水土等自然条

件[2,17]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土地利用冲突,不同区

域土地利用冲突的产生往往具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当
前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分析的方法多为统计分析

模型,这些方法无法确定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作用

较为显著的具体时间节点。
沈阳经济区作为东北振兴的核心区域,曾为国家

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过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多聚焦于体制机制建设和经济转型等方面,忽视了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下城乡结合部、农牧交错带和水陆过

渡带等敏感性交界地带必然会爆发的土地利用冲突

问题。近年来,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问题严峻,包括

土地资源供应不足、城镇用地扩张现象严重、农田面积

大量减少、生态用地面积锐减,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较

为突出的沈阳市对区域整体辐射作用不强、全域产业结

构和经济结构不尽合理[18],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

境改善与土地利用结构和空间布局的调整尚未形成联

动发展格局[19],以上问题已成为阻碍东北振兴与发展的

瓶颈,是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主要障碍。鉴于此,以沈阳

经济区为研究区,基于“三生”功能视角选取研究区土地

利用冲突影响因素,诊断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采用

土地利用强度对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结果进行验证,运
用小波相干模型,识别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

因素,明确土地利用冲突强度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作

用大小和作用方式。研究成果对于缓解区域用地矛

盾、促进东北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区域和资料

1.1 研究区概况

沈阳经济区地处中国东北地区南部、辽宁省中部,
属东北亚中心地带,地势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倾斜,是
国务院于2010年批准设立的第8个国家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7年

辽宁省政府将沈阳经济区范围重新划定为以沈阳市

为核心,连同鞍山市、抚顺市、本溪市和辽阳市等5个

地级市作为协同一体化发展区域。2018年沈阳经济区

总人口为1617.4万人,城市化率高达65%,国内生产总

值(GDP)为1.08万亿元,占辽宁省总量的42.69%,全域

土地面积4.66万km2,占辽宁省土地总面积的31.55%,
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多样,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建
设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分别占沈阳经济区总面积的

39.30%,48.06%,0.76%,8.13%,3.18%和0.57%,与1980
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情况相比,发生较大改变。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运用ENVI5.1软件,对研究区1980年LandsatMSS
遥感影像(80m×80m),2018年Landsat8TM影像进

行解译,结合研究区实际,以研究区1∶5万数字化地形

图作为参考图,对地物的几何形状,颜色特征、纹理特征

和空间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并建立遥感影像解译标志,
结合研究区实际和第二次国土调查分类标准,将研究

区土地利用类型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水
域和其他用地6种,结合 GIS手段,建立1980年、

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矢量数据库。

1980—2018年研究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
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的指标数据来源于《辽宁统计年

鉴》(1983—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5—

2019年)以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6—2018
年)等官方统计资料。采用极差法,对研究区的土地

利用冲突诊断指标因素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指

标因素间的量纲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选取及其诊断模型建立

2.1.1 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选取 以往在土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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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转型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中,从“三生”功能视角选

取其指标体系的研究可为本文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

的选取提供借鉴[20]。本文遵循可比性原则、主导因素原

则、独立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21],结合研究区社会经

济发展和土地资源利用的实际情况,构建以诊断区域土

地利用冲突为目标的指标体系,从“三生”功能视角出

发,即将生产功能(P)、生活功能(L)和生态功能(E)3个

方面作为准则层,并选取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相关影响

因素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

能,其中,生产功能选取GDP增量、第二产业产值比例、
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工业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率、第一产业产值比例、粮豆产量、工业自

动化生产率、建成区面积10个指标,生活功能选取城镇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城市化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
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密度5个指标,生态功能选取人

均绿地面积、土地综合生态价值、造林面积、能源消耗

量、工业废水排放量5个指标。

2.1.2 土地利用冲突诊断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层次

分析法和熵权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土地利用冲突影响

因素的指标权重,构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模型(式1)。

LUC= ∑
n

i,j,m
(wi·Pi+wj·Lj+wm·Em)(1)

式中:LUC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的强度指数;n 为第

i,j,m 项准则层中的指标个数;Pi,Lj,Em 分别为第

i,j,m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wi,wj,wm 分别为土地利

用冲突影响因素的指标权重。采用等间距法将土地

利用冲突强度诊断指数划分为4个等级[20],即轻度

冲突(0,0.25)、一般冲突[0.25,0.5)、中度冲突[0.5,

0.75)和重度冲突[0.75,1.0)。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结果在空间上按照4

种基本类型划分:(1)H—H(high—high)型,即城市

自身和相邻城市的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均处于较高

水平;(2)H—L(high—low)型,即城市自身土地利

用冲突诊断值均处于较高水平,而相邻城市处于较低

水平;(3)L—H(low—high)型,即城市自身土地利

用冲突诊断值均处于较低水平,而相邻城市水平较

高;(4)L—L(low—low)型,即城市自身和相邻城市

的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均处于较低水平。

2.2 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建立

小波相干谱可以用来度量两个信号局部相关的

密切程度[22]。本文运用小波相干模型,采用小波相

干系数和小波相干相位角,明确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

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将土地利用冲突

影响因素X 和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Y 视为两组空间

信号,将二者之间的小波相干系数作为土地利用冲突

影响因素对其作用的大小。
本文将小波相干系数大于0.9的土地利用冲突

影响因素作为影响土地利用冲突的关键因素。土地

利用冲突诊断值Y 和土地利用冲突影响因素X 的小

波相干谱为(式2):

R2(s)=
<s-1WXY(s)>2

<s-1 WX(s)2><s-1 WY(s)2> (2)

式中:R 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Y 和土地利用冲

突影响因素 X 的小波相干系数;WX (s),WY(s),

WXY(s)分别为小波相干谱密度;s为尺度参数;﹤﹥

为平滑算子。采用小波相干位相角,明确各种影响因

素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作用方式,若位相角在

[0;π],说明该影响因素对土地利用冲突有促进作

用,即加剧了土地利用冲突,若位相角在[-π;0],说
明该影响因素对土地利用冲突有抑制作用,即减缓了

土地利用冲突。

2.3 土地利用冲突诊断验证方法

土地利用冲突表现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

上的竞争,根据当前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采用

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变化值验证土地利用冲突诊断

结果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在获取1980—2018年研

究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的基础上,采用土地利

用强度模型,测算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变化

强弱情况(式3),并与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本文将土地利用类型竞争的优先度分为未

利用地、水域、林地和草地、耕地和园地、建设用地,并
将其指数大小依次确定为[1,5]的整数数值[23]。

L=∑
n

i=1
Ai× Si/S( ) (3)

式中:L 为样本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变化强弱指数;

Ai为样本区域内第i级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变化强弱

分级指数;Si为样本区域内第i级土地面积;S为样本区

域内土地总面积;n为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变化强弱分

级数。本文打破行政区界限,以正方形等积格网对1980
年、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空间数据进行划分,经调

试,确定4500m×4500m的格网大小对于分析研

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变化强弱最为适宜,获得土

地利用空间数据的样本总量为2516块,在 ArcGIS
平台下,采用半方差函数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之间

冲突大小的空间分布规律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

3 结果与分析

3.1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

1980—2018年沈阳经济区各地级市的土地利用

冲突诊断结果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沈阳经济区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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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冲突整体趋势表现为上升状态,呈现平稳上

升、快速上升和先下降后上升3个变化阶段。第一阶

段(1980—200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由轻度冲

突变为一般冲突,土地利用冲突的整体水平较低,主
要原因是该阶段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土地

利用呈“摊大饼”式的外延性扩张发展,各地级市整体

布局较为分散,土地利用较为粗放,区域尚未形成协

同发展态势。第二阶段(2000—2013年),研究区土

地利用冲突变化为中度冲突,呈现持续快速上升态

势,这一阶段的后期涵盖了沈阳经济区设立的初期,
沈阳经济区的设立在推进区域社会经济高速一体化

发展的进程中,激化了以沈阳市为中心的部分区域土

地利用冲突的加剧。第三阶段(2013—2018年),研
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强度在中度冲突范围内波动,在维

持社会经济水平持续发展的同时,减缓了区域土地利

用冲突现象的发生。研究区各地级市土地利用冲突

呈现先减后增的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

土地利用矛盾,但其土地利用冲突现象仍然较为显著

(表1,图1)。随着沈阳经济区设立以及范围的调整,
区域土地利用逐渐由“摊大饼”式的外延性扩张向内

涵式挖潜的集约利用转变,事实上,这与这一阶段辽

宁省全省的经济下行、GDP负增长的大背景相吻合。
表1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

城市
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

1980年 2000年 2013年 2018年

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年均变化率/%
1980—2000年 2000—2013年 2013—2018年

沈阳市 0.2331 0.3428 0.8463 0.7695 2.35 11.30 -1.51
辽阳市 0.2006 0.2975 0.4861 0.4775 2.41 4.88 -0.30
抚顺市 0.1882 0.2896 0.4847 0.4759 2.69 5.18 -0.30
本溪市 0.1568 0.3171 0.4699 0.4532 5.11 3.71 -0.59
鞍山市 0.2161 0.3219 0.5843 0.5372 2.45 6.27 -1.34

沈阳经济区 0.1974 0.3060 0.5620 0.5285 2.75 6.77 -1.00

注:1980—2018年研究区各年份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及变化趋势见图1,本表未全部列出。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空间分布

波动不大,其中沈阳市、鞍山市和辽阳市分别长期处

于H—H型、H—L型和L—H 型的空间分布格局,
抚顺市和本溪市地形地貌复杂,耕地和林区较多,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剧烈的土地利用冲突,其空间分布格

局分别经历了L—H型与H—L型之间的转换,土地

利用冲突水平较低。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的

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种土地利用类型

分布的影响,研究区西北部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且耕地

和林地分布较少的沈阳市,其土地利用冲突诊断值远

高于研究区东部山区。

图1 1980-2018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变化趋势

3.2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诊断结果验证与土地利用

强度对比分析

3.2.1 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测算结果 沈阳经济区

各地级市间的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差异明显,1980—

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指数较高的城市为沈阳

市、辽阳市和鞍山市,土地利用强度指数最低的为本

溪市,沈阳经济区与沈阳市土地利用强度趋势均逐年

上升,而辽阳市、本溪市、抚顺市和鞍山市土地利用强

度在2010年以后逐年下降。为此,可将沈阳经济区

土地利用强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划分为3个梯次:第一

梯次是沈阳市,第二梯次为鞍山市、辽阳市以及沈阳

经济区全域,第三梯次为本溪市和抚顺市。
在空间分布上,1980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强度的

空间分布总体趋势是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弱的“弯刀

式”空间分布特征。2018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强度的

空间分布呈现由西北部向东南部和东北部减缓的“直线

式”空间分布特征。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

较低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西北部区域,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向研究区西部和东部扩

大,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分布,沈阳经济区的核

心城市沈阳市始终处于土地利用高强度水平且土地

利用强度等级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图2)。

3.2.2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利用强度对比分

析 对比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土地利用强度

的变化趋势可知,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

突和土地利用强度随时间推移总体上均呈现上升趋

势,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入转出也反映了这一

阶段土地利用冲突的严重性。研究发现,1980—2018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和土地利用强度的空间分布

布局总体呈现为西高东低的稳定分布:其中,沈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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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冲突长期处于 H—H 型分布,其相应的土

地利用强度在空间分布格局上也是研究区全域最大

的;土地利用冲突呈L—H 型分布的抚顺市和辽阳

市,土地利用强度也逐年加强,说明在这一区域的社

会经济投入在逐年升高;土地利用冲突呈H—L型分

布的鞍山市,其土地利用强度在西北部的局部区域较

高,但区域总体土地利用强度在逐年减弱,说明鞍山

市土地利用发展水平不够均衡;土地利用冲突呈现

L—L型分布的本溪市,其土地利用强度也是研究区

最低的区域,本溪市林业资源丰富,建设用地较少。
总之,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严重的区域土地利用强度

相应也较大。

图2 1980年、2018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分布特征

3.3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关系

3.3.1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三
生”功能视角下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影响因素中,对
土地利用冲突作用最强的是生产功能中的影响因素,其
次是生活功能中的影响因素,作用最弱的是生态功能中

的影响因素。沈阳经济区全域土地利用冲突的7个关

键影响因素作用大小依次为:人均可支配收入、GDP增

量、第二产业产值比例、第一产业产值比例、能源消耗

量、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各地级市土地利

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包含在这7个关键影响因素中,
不同关键影响因素对各个地级市土地利用冲突的作

用均不相同,只有抚顺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不在全域

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中,说明沈抚新区的设立

使抚顺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产生明显波动,导致该影响

因素对土地利用冲突的影响加大(表2)。

3.3.2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大

小 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的7个关键影响因素

中,作用最强的是生活功能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
次是生产功能下的GDP增量,作用最弱的是生产功

能下的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各个地级市与研究区全

域的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基本

吻合,研究区全域土地利用冲突的关键影响因素作用

强度表明,1980—2018年该区域生产功能较强,忽视

了要在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上缓解土地利用冲突,这
恰恰是研究区下一步缓解区域用地矛盾需要重视的

问题(表2)。

3.3.3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响

因素的作用方式 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

的7个关键影响因素中,GDP增量在2000年前后分别

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起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第二产

业产值比例在1980—1990年、2010—2018年对研究区

土地利用冲突起促进作用,在1991—2009年对研究区土

地利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在1980—

1995年、2000—2005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促进

作用,在1996—1999年、2005—2018年对研究区土地利

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工业总产值仅在2001—2005年

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促进作用,在1980—

2000年、2006—2018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

抑制作用;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在1980—2000年对研

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没有显著影响,在2000—2018年

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减缓了研究区

土地利用冲突的加剧;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8年前

后分别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起促进作用和抑制作

用;能源消耗量在1980—1986年对研究区土地利用

冲突产生促进作用,在1987—2018年对研究区土地

利用冲突产生抑制作用(图3)。研究区土地利用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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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各个关键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段,加剧或缓解了研究

区土地利用冲突。
总之,GDP增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研究区土

地利用冲突作用极大,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和第三产业

产值比例分别对沈阳经济区全域、沈阳市、抚顺市以

及鞍山市的土地利用冲突影响较大,其中人均可支配

收入是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最为关键的影响因

素。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和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分别是

影响沈阳市和本溪市土地利用冲突的最重要因素,

GDP增量是影响辽阳市、抚顺市和鞍山市土地利用

冲突的最重要因素,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极大地影响沈

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水平。
表2 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及其影响因素的小波相干系数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影响因素) 沈阳 辽阳 抚顺 本溪 鞍山 沈阳经济区

土地利用

冲突

生产

功能

(P)

GDP增量(P1) 0.9462* 0.9042* 0.9281* 0.9017* 0.9211* 0.9452*

第二产业产值比例(P2) 0.9389* 0.8887 0.9143* 0.9189* 0.8932 0.9374*

第三产业产值比例(P3) 0.9070* 0.8674 0.9040* 0.8909 0.9152* 0.9045*

工业企业单位数(P4) 0.7822 0.7931 0.7966 0.8533 0.7984 0.8184
工业总产值(P5) 0.8709 0.8670 0.8636 0.9015* 0.8792 0.9126*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P6) 0.8089 0.8204 0.8095 0.7793 0.8063 0.7997
第一产业产值比例(P7) 0.9476* 0.8634 0.9050* 0.8771 0.9040* 0.9326*

粮豆产量(P8) 0.7829 0.8144 0.7521 0.8260 0.7845 0.7839
工业自动化生产率(P9) 0.8550 0.8031 0.8041 0.8779 0.8478 0.8597
建成区面积(P10) 0.8581 0.8638 0.8935 0.8339 0.8764 0.8855

生活

功能

(L)

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L1) 0.8711 0.8401 0.8599 0.8633 0.8666 0.8846
城市化水平(L2) 0.8693 0.8309 0.8462 0.8227 0.7866 0.8505
人均可支配收入(L3) 0.9460* 0.9026* 0.9263* 0.9008* 0.9165* 0.9494*

人口自然增长率(L4) 0.8223 0.8113 0.8126 0.8188 0.8432 0.8366
人口密度(L5) 0.8608 0.7809 0.8709 0.8760 0.8660 0.8186

生态

功能

(E)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E1) 0.7956 0.8806 0.8601 0.8442 0.8373 0.8500
土地综合生态价值(E2) 0.8489 0.8648 0.8559 0.8752 0.8474 0.8687
造林面积(E3) 0.8512 0.7938 0.8156 0.8598 0.8640 0.8349
能源消耗量(E4) 0.8879 0.8076 0.8867 0.8626 0.8626 0.9318*

工业废水排放量(E5) 0.8519 0.8175 0.8471 0.8608 0.8674 0.8600
注:“*”表示土地利用冲突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小波相干系数大于0.9,对应的影响因素即为土地利用冲突的关键影响因素。

图3 1980-2018年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冲突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的小波相干谱

4 结 论

(1)1980—2018年沈阳经济区各地级市的土地

利用冲突诊断结果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总体可分为

平稳上升(1980—2000年)、快速上升(2000—2013
年)和先下降后上升(2013—2018年)3个变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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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空间分布上,研究区各地级市土地利用冲

突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西高东低的稳定分布,其
中土地利用冲突长期处于 H—H型的沈阳市和长期

处于L—H型或L—L型的抚顺市和本溪市分别位

于研究区的西北部和东部,鞍山市和辽阳市分别长期

处于H—L型和L—H型,处于沈阳经济区土地利用

冲突过渡区域。
(3)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严重的区域土地利用

强度相应也高。对比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与土

地利用强度的变化趋势可知,1980—2018年研究区

土地利用冲突和土地利用强度随时间推移总体上均

呈现上升趋势,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换也反映

了该研究时段土地利用冲突的严重性。
(4)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关键影

响因素为GDP增量、第二产业产值比例、第三产业产

值比例、工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产值比例、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能源消耗量,其作用大小分别为0.9452,0.9374,
0.9045,0.9126,0.9326,0.9494,0.9318。

(5)1980—2018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的关键

影响因素对区域土地利用冲突产生促进和抑制作用

的具体时段和时点各不相同,同一关键影响因素在不

同时点对土地利用冲突亦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方式。
土地利用冲突已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国

土空间功能优化的重要瓶颈,土地利用冲突的缓解不

仅依赖于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还有赖于诸多利益相

关者的有效协同,因此,深入探讨土地利用利益相关

者的行为在土地利用冲突中的作用是下一步的研究

重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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